
　　善终、凶死与杀人偿命

———中国人死刑观念的文化阐释

尚 海 明 

内容提要：一个民族的死刑观念与其文化对生死的定义密切相关，中国人的杀人偿

命观念建立在中国文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之上。受祖先崇拜的影响，生活于祖荫之

下的传统中国人追求善终，认为遭遇凶死之人将因无法善终而成为冤死之鬼作祟人

间，由此，冤魂难眠意识成为中国民众追求杀人偿命的重要动因。在现代中国，善

终与凶死观念的弱化让中国人的杀人偿命观念呈现出松弛的趋势，但冤魂难眠意识

仍激励着部分被害人亲属在命案中寻求以命抵命。同时，即便在死刑和解中，杀人

偿命作为一种基本准则，也仍然是支配性的公正标准。在大多数民众仍认可杀人偿

命的情况下，将死刑废除或者命案中死刑立即执行判决数量逐年减少作为死刑改革

的目标，极有可能因悖离民众的价值认同而导致法律与社会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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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１１年，刑法修正案 （八）通过，取消了 １３个罪名的死刑设置。２０１５年，刑法修正
案 （九）通过，再行取消了集资诈骗罪等 ９个罪名的死刑。至此，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
仅余４６个。对于我国死刑罪名的连续减少，学界多肯定其进步意义，认为这标志着学界呼
吁已久的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改革主张，正式获得了立法机关的认可，并进入立法操作层

面；认为这是中国踏上废除死刑征途的一个标志，是中国死刑废止之路上的重要里程碑。〔１〕

在死刑废止问题上，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应当朝着废止死刑的方向发展，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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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关系研究”（１４ＺＤＣ００３）的成果。
参见高铭暄、苏惠渔、于志刚： 《从此踏上废止死刑的征途——— 〈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死刑问题三人

谈》，《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９期，第３页；杨兴培：《中国死刑控制的又一里程碑》，《检察风云》２０１４年第２３
期，第３０页；赵秉志：《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以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吉林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５页。



事实上采取了各种方式积极推动死刑废除。〔２〕虽然死刑废止论已在刑法学界内部占据了明

显的优势地位，但多项民意调查均显示，大多数中国民众反对废除死刑。〔３〕同时，在司法实

践中，被害人家属经常不惜以上访、闹访等方式对法院施加压力，要求判处犯罪人死刑；〔４〕

在刘涌案、药家鑫案等影响性诉讼中，民众强烈要求对犯罪人适用死刑；〔５〕在对刑法修正

案的讨论中，民众不但反对减少死刑，而且要求增加对拐卖儿童等犯罪的死刑适用；〔６〕部分

民众甚至对主张废除死刑的刑法学者进行人身攻击。〔７〕恰如学者所言，“在刑法中，没有

一个问题像死刑这样在民众与学者之间存在如此悬殊的认知距离”；〔８〕“精英与大众之间存

在着相互隔离的巨大鸿沟，似乎天生就属于两个相互对立的不同群体。”〔９〕

　　面对学界与民众的观念冲突，死刑废止论者往往认为，民众的观点是以情感为主导的
死刑认知，无法对死刑存废有一个全面、理性的判断；或者认为民众受杀人偿命、“杀一儆

百”等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不能接受人道主义、人权保障等新兴理念。〔１０〕部分学者进而

认为，“废除死刑应当由法学界，进一步讲是由刑法学界来作出”，〔１１〕而 “民众是法律的学

习者和接受者”。〔１２〕在近些年国内有关死刑存废的讨论中，死刑废止论者对传统中国的杀

人偿命观念给予了严厉批评。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普通民众所信守的杀人偿命观念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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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死刑应当废除，只是在如何废除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少部分学者主张速废论

（例如曲新久：《推动废除死刑：刑法学者的责任》，《法学》２００３年第 ４期，第 ４４页），多数学者则认为速
废论并不现实，渐进性废除死刑是中国的现实选择 （例如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３０２页以下；赵秉志：《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５５页以下）。尽管死
刑废止论在刑法学界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苏力认为，死刑存废不存在必然规律，

基于人权、历史规律反对死刑不具有说服力，从死刑的生物性基础来说，死刑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参见苏力：

《法律与文学》，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３页以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１９９５年就死刑问题在云南、陕西、北京的 １４个县、市进行了问卷调查，有效回
收问卷４９８３份，结果显示９５％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支持死刑 （参见胡云腾： 《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

究》，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９页以下）；２００３年，网易网对１６６１２名网民进行了关于死刑存废的
民意调查，结果超过８３％的人反对废除死刑 （参见梁根林： 《公众认同、政治抉择与死刑控制》， 《法学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１７页）；２００９年，有学者针对西安市３１５０名受访者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支持
和强烈支持死刑者超过了总人数的 ６０％，仅有 ７．６％的受访者表示可接受死刑废除 （参见张惠芳、何小俊：

《死刑民意调查研究》，《时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５９页以下）；２０１１年，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
中心组织了一次大众人权观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发放问卷１５１１１份，其中６３．４％的受访者表示 “不应废除死

刑”，２４．４％的受访者认为 “可以废除死刑”，１２．２％的受访者表示 “不清楚” （参见张永和等：《中国大众

人权观念调查》，载李君如主编： 《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 （２０１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３８９页）。
陈兴良指出，受 “杀人者死”观念的影响，只要发生杀人案件，司法机关就面临要求对杀人者判处死刑的巨

大压力，受害人亲属将杀人者是否被判处死刑作为能否告慰死者，从而实现正义的唯一标准。参见陈兴良：

《死刑备忘录》，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２页。
参见张训：《司法案件被典型之后》，《法制日报》２０１４年４月９日第１０版。
参见郭旺：《拐卖儿童该不该一律判死刑》，《时代人物》２０１５年第７期，第６６页。
刘仁文曾说，其撰述的宣传废除死刑的文章在网上流传后，招来一片谩骂。“有人说，刘仁文是某个腐败分子

或者黑社会老大的亲戚，为他们开脱死罪；有人说，告诉刘仁文的家住哪里，或者他长得什么样，我先把他

杀了，反正不会判我死刑。”参见刘仁文：《死刑的温度》，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５页。
前引 〔４〕，陈兴良书，第３８４页。
王立军：《分歧弥合与文化建构：中国死刑废止的必由之路》，《法学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６３页。
也有学者指出，民众对死刑的认知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个罪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应当采取实证研究

方法，立足于个罪的死刑民意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参见赵军：《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罪可罚

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３６页以下。
前引 〔２〕，曲新久文，第４４页。
孙万怀：《民众心态与死刑存由分析———以鲁迅思想为蓝本进行的考察》，《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７５页。



文化的产物，是应予限制的同态复仇观念，并认为杀人偿命观念是中国死刑改革难以顺利

推进的最大阻碍。〔１３〕事实上，现有死刑民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 “现代化范式”的宰

制。〔１４〕在 “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的讨论框架下，死刑废止论者忽视了中国民众死

刑认知的道德正当性，从而缺乏对中国民众死刑认知的深入理解。

　　关于中国人的杀人偿命观念，已有不少学者从 “报”或 “抵”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报”与 “抵”体现了一种植根于人性的正义观念，这使得在命案的纠纷解决中杀人偿命成

为一种基本共识。〔１５〕笔者并不否认 “报”与 “抵”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

杀人偿命并非中国所独有，〔１６〕仅用 “报”来解释中国人的死刑正义观易将复杂问题简单

化。事实上，对于研究死刑，尤其是理解中国人杀人偿命的死刑正义观，思考中国人如何

看待生命与死亡，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生命的不同认知，必然会影响民众对杀人

和死刑的认识。只有理解了杀人行为杀害的是什么样的 “命”，偿命所偿还的又是什么样的

“命”，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杀人偿命观念。本文即尝试从传统中国人的生命观及其现

代流变，对中国人的杀人偿命观念进行分析。

二、祖荫之下：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与死亡想象

　　 （一）传统中国家庭中的亲密关系与祖先崇拜

　　在不同的文化中，社会对人有不同的理解。如许?光所言，“中国的人性观并不把人看

作是一个固定的实体，他必须与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西方的人

性观是把个体看作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他跟其世界中的其他人是相互对立的。”〔１７〕与西方

的个体主义文化不同，中国人不会将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而是认为个人被嵌置于社会网

络之中。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家庭关系又是最为重要的。在中国文化中，家庭被认为是

一个具有自身绝对性的、不可再还原的最基本的生活形式和思考单位。家庭不仅是一个血

缘组织、事业组织，还是中国人的超越之所。中国人生活在祖先荫庇之下，能够在家庭之

中获得生命的超越性价值体验。林语堂用 “生命潮流”一词来形容中国人的生命态度：“依

照家族制度里边的生命潮流假说，永生几乎是可以看到可以触到的东西了。一个祖父看见

孙子背着书包上学校，便觉得他好似已在这个小孩之中重新生活。他们手去抚摸这个小孩

时，他即感到这就是自己的血肉。他的生命不过是家庭大树上的一枝，或永远向前流去的

潮流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虽死也是快乐的。因此中国的家长所关心的事情就是：亲见男婚

女嫁，视为比将来自己所葬的坟墓或所睡的棺材更重要。”〔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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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邱兴隆：《死刑断想———从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谈起》，《法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２０页以下；贾宇
主编：《死刑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０页以下；王联合、徐留成：《杀人偿命与保留死刑限制死
刑理念探析》，《学术交流》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７１页以下。
参见尚海明：《死刑研究 “现代化范式”之反思》，《学术交流》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８７页。
参见梁治平：《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页以下。
《圣经·出埃及记》第２１章称：“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鞭
还鞭。”古巴比伦 《汉谟拉比法典》中也有杀人偿命规则。

转引自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８５页。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０页。



　　所谓生命潮流，即认为生命并不是始于个人，止于个人，而是如同流水一般，从祖先
处向下流淌，流经自己，继续向未来的子子孙孙流去。生命的超越性在家庭中得以实现，

个人在传宗接代中实现永恒。中国人不将个人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而认为个人是父

母的延伸，每一个个体都只是家庭生命链条上的一环。“虽哉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

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１９〕滋贺秀三提出的 “父子一体”观与生命潮流说的含

义大致相同。在生命潮流之中，“父亲和儿子既是在现象上的分开的个体，又是在本源上的

一个生命的连续，祖先的生命在子孙之中继续生存、继续扩大的情况是事情的本质性的实

体，是应该使其实现的基本性的价值。”〔２０〕个体的肉体生命可以消亡，但家族在 “宗”的

延续中生生不息。

　　生命潮流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密切相关。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

显著特征，也是中国古代的主要宗教形式。在商周时期，祖先崇拜便已非常发达。商人认

为，祖先的灵魂与上帝及其他自然神共同存在于一个空间中。徐复观指出：“殷人的宗教生

活，主要是受祖先神的支配，他们与天、帝的关系，都是通过自己的祖宗作中介人。”〔２１〕

在商人的观念中，“祖先既能致福，又能降祸，几乎掌握当时商人生活的一切。同时，在商

人的心目中，祖先死后可在帝左右，成为商人与帝的中介者，又具有帝之神能，所以商人

崇拜祖先，向祖先求年、求雨、求致福勿降祸。”〔２２〕到周朝时，祖先崇拜仍旧非常繁盛；

周人同样认为自己的祖先在上帝的左右，并以祖宗作为上帝与人王之间的中介者。而自汉

代以来，儒家建构了一套以郊祀与天子宗庙为代表的儒家祭祀体系，天子祭祀昊天大帝，

普通百姓则祭祀自己的祖先。如王充所言，“世信祭祀……谓死者有知，鬼神饮食，犹相宾

客，宾客悦喜，报主人恩矣。”〔２３〕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会转化为祖先，子孙可以通过祭祀

实现与祖先的交流。格鲁特在 《中国人的宗教》中把祖先崇拜制度提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

之核心的地步，他指出：“中国人的死者与家族联接的纽带并未中断，而且死者继续行使着

他的权威，并保护着家族。他们是中国人的自然保护神。”〔２４〕可以说，祖先崇拜构成了传

统中国人生活的基本精神背景，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基本准则。

　　传统中国人相信人有魂魄，人死后鬼魂会转化为祖先，肉体生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人

格的消失，而只是进行了形式转化。因此，在一般人的观念中， “家庭不仅包括当下的成

员，也包括逝去的祖先和未出世的子孙。”〔２５〕作为祖先的灵魂要接受后代的祭祀，否则祖

先会变成孤鬼，在阴间就要受苦。滋贺秀三就指出， “如果没有给自己祭祀的人，鬼就会

馁，被认为成了不祀之鬼的事情是人的最应悲哀的不幸的命运。”〔２６〕余英时也指出，“如果

得不到及时的祭祀，鬼魂就会分解。”〔２７〕事实上，多数中国人更加相信另外一种说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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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祭祀的灵魂会成为饿鬼，乃至成为阴间的乞丐、强盗，而不是灵魂分解。并且中国人

一直相信，除了自己的男性后代，亡灵无法享受其他人提供的祭品。〔２８〕因此，作为家庭中

的男性后代，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就是定时祭祀祖先。

　　祭祀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宗教性活动，祭祀的持续性则要求家族必须能够传宗接代。
只有生育子孙，通过子生孙、孙又生子的传宗接代才能实现血脉延续，一个家族的香火才

得以保存。因此，人生的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家庭并生养儿子，只有这样才能在死后回到祖

先之中，才能固定地获得祭祀，而不至于成为孤魂野鬼。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会以子孙满

堂、四世同堂作为人生之大乐事，而 “断子绝孙”就成了中国人言语冲突中最恶毒的语言

之一。因为只有个人为家庭生育了儿子，个人才能在家族绵延中超越死亡，获得不朽的价

值和意义。横向的家庭结构具有暂时性，纵向的家庭结构则可以因为家庭的继替而得以

留存。

　　 （二）善终、伦理责任与 “好死不如赖活”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诅咒对方 “不得好死”。“不得好死”的说法

实际上隐含了中国人对死亡的一种独特理解，即死亡分为 “好死”与非 “好死”。在传统中

国人看来，正常的死亡属于善终，非正常死亡则为凶死。对于善终，民众一般并不畏惧，

反而认为是一件喜庆之事。比如，在中国很多地方，为７０岁以上老人办的丧礼被称为 “喜

丧”或 “白喜事”。在中国人看来，正常死亡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死亡，因为正常死亡的人的

灵魂会转化为祖先，“一个死者丧礼的全过程实质上是他由人转化为祖先的演变过程”。〔２９〕

年老之人会提前为自己准备寿衣和棺木，而且，将棺木停放在大厅之中并不会让人有丝毫

不适感。许?光便指出，在云南，喜洲人一点也不害怕死人，他们并不急于将死人的尸体

抬出家门，而是将尸体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家里。〔３０〕杨懋春指出，在青岛地区的农村，当

尸体被放入棺材后，一般要在家里停放三个月，富裕人家可能会停放一年。〔３１〕在中国人看

来，生命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肉体生命有终结之日，但死亡仅仅是转化为祖先的一个

环节。一个人只要完成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履行了家庭责任，便可以进入 “宗”的伦理链

条而实现生命价值，也就是实现了善终。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因为没有超越性宗

教而格外贪恋生命，信奉 “好死不如赖活”的人生哲学。这种观点事实上是不准确的，在

祖先崇拜的影响下，中国人并不惧怕正常死亡。对于完成了家庭伦理责任的老人来说，死

亡是极为正常的；在濒临死亡之时，人们会对尘世和家人存有情感眷恋，但总体而言，死

亡并不恐怖。与此同时，中国人也绝不会因为灵魂不灭而轻视自己的肉体生命，尤其对于

家庭伦理责任未竟之人，“好死不如赖活”显得尤为重要。

　　善终的前提是个人伦理责任的完成。这里讨论的家庭伦理责任，首先是指实现传宗接
代。为了实现传宗接代，不仅要生儿子，还要帮助儿子娶妻并建立家庭，只有完成了这些人

生任务，一个人才能安心地告别人世，进入一个新的旅程。在西方人看来，子女成年之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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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华侨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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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父母财务独立，过度依赖父母会引发子女内心的不安和负疚感。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切

似乎都是十分正常的。李银河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村人的思维中存在着一种欠债观，认为

他们欠祖先的债，欠子孙的债。“人们把生孩子，抚养他们成人，帮他们娶妻嫁人，看成是

自己对上辈欠下的债务，必须用自己的一生来偿还。这些任务完不成，心里就不踏实；做

完这些事，就了却了此生的责任。”〔３２〕这种欠债观实际上就是一种责任观念，认为自己有

责任完成这些事情；这种欠债观既是每个人的人生责任，也是中国人的生活动力之源。

　　在祖先崇拜的影响下，每个人都要承担自身的伦理责任。只有完成了伦理责任，才
“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也只有生养了后代，才能保障他及祖先能够得到后代的祭祀。每个

人都要面对生儿子、帮儿子娶妻与为父母养老送终这三大责任。生儿子与为儿子娶妻是为

了实现生命的继续、传承，为父母养老送终也是一个人必须履行的孝道责任。中国人这种

强烈的伦理责任感，会影响、塑造人的生命观。当中国人面临死亡时，便会对自己的人伦

责任产生强烈的焦虑感。

　　中国人在面对死亡时，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或考虑的是人伦责任未竟的问题，而非自
己的生命保全。这导致的结果是，“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恐怕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赞

同的，“舍生取义”的精神也难以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好死不如赖

活”才是生活的真谛。一项调查曾显示，在法国，８０％以上的民众认为生命的质比量要重
要，如果说生命的质量无法保障，那么大多数人是认可安乐死的。〔３３〕但中国人并不如此看

待问题，传统中国的生命哲学是无法接受生命的质比量更为重要以及这样一种结束生命的

方式的。之所以中国人强调 “活”，是因为中国人的生命观并非个体主义的生命观，每个人

的肉体生命之上都背负了一定的伦理责任，追求伦理责任的完成以最终实现生命价值，才

是 “好死不如赖活”的根本动力。

　　 （三）夭亡、无子女者的死亡和凶死

　　传统中国人推崇自然死亡，善终之人可以回归到祖先的行列中去。而对于有些类型的
死亡，民众却极端厌恶，这包括幼年夭折、无子女者的死亡和凶死。〔３４〕在中国人的死亡想

象中，这三类死亡是真正的死亡，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彻底死亡。

　　对于所有死亡的人，肉体意义上的消亡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不同的人所处的人生阶
段不同，人性实现的程度不同，死亡的道德意义就有了差别。〔３５〕人在顺利完成伦理责任

后，其道德属性全部展开，死亡就变得并非不可接受；但对于未完成伦理责任之人，死亡

的意义就大为不同。对于夭亡的未成年人，其所在家庭往往会将其草葬，不会举行丧礼，

也没有任何祭奠仪式。而无子女者，即便其已经是成人，但如果未婚便不会被视为成人。

已婚却没有子女的，死后也无法获得祭祀，会成为孤魂野鬼。之所以说这两类死亡是真正

的死亡，是因为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传宗接代的家族责任，只有通过养育子女才能实现生

命潮流的顺利延续。如果一个人没有结婚或者结婚后没有子女，便没有完成祖先所期待的

伦理责任，死后在家族中便没有地位。当他死后，会面临无法转化为祖先的困境，实际上

·６６·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０页。
参见何显明：《中国人的死亡心态》，上海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１７页。
参见前引 〔２９〕，张铭远书，第２５４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２５〕，桂华书，第１１３页。



他的生命也就在肉体生命结束之时结束了。刘燕舞的调查显示，即便是在现代中国，在农

村地区同样有很多人因为完不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而绝望自杀。〔３６〕

　　凶死是与善终相对的另一种死亡形式，是指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例如自杀、他杀及
其他意外死亡。关于凶死存在多种说法，一种观点是从身体完整性的角度解释凶死。古人

认为，人在死前要打扮得干净、整洁、体面，并保持身体不受损害，只有这样去面对自己

的祖先才符合孝行。而凶死之人的身体完整性受到破坏，因而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另外一

种更为民众所接受的观点认为，凶死不仅意味着死者的身体遭受了损害，更重要的是灵魂

也因此受罪，亡魂在死后得不到安宁。 《左传·昭公七年》便记载了人死后化为厉鬼的事

情，“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如果一个人不是正常死亡，死后

人的魂魄就会化为厉鬼骚扰人间。战国末期的 《日书》也对鬼进行了分类，认为 “幼殇”、

“不辜之鬼”与 “饿鬼”属于死于非命的冤魂怨鬼。〔３７〕在中国人的鬼神想象中，冤魂难眠

以及冤魂复仇是人们的普遍认知。〔３８〕

　　清乾隆三十五年，扬州仪征县盐船失火，百余艘船舶被毁，上千人死伤，当时正在扬
州探亲的文学家汪中在目睹这一惨剧后，写下了一篇哀悼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汪中对

何为善终、凶死以及凶死的后果都作了论述。汪中指出，正常的死亡只有一种，便是顺应

自然规律的死亡，妻子儿女环立四周，在家中的病榻之上断气，这属于善终。如果是为保

卫国君而死，即便身首异处，也能策功序德于明堂，相对而言，也是值得肯定的死亡。而

船上的遇难者既不是善终，也不是为国而死，他们死得悲惨而无意义。最为悲惨的是，还

有举族沉江者，最后落得断宗绝嗣的悲惨结局。这些无故遭受横死冤屈之人在死亡时心中

充满了哀怨，瞪着眼睛而不瞑目，他们的冤魂一定会化为厉鬼时时作祟。对于这些横死之

人的亲属而言，他们会因为这些冤魂游荡不归而悲痛欲绝，死者的嫡亲子女在江边放声大

哭，哀叹死者的命运不济。最后，汪中恳请这些鬼魂尽量多吃一些祭祀物品，希望他们以

群游之乐为重，不要兴妖作怪。〔３９〕

　　近代以来的诸多人类学研究证明，凶死之人的鬼魂作祟人间的说法被广为接受。武雅
士对台湾人的凶死观念进行了调查，当地人认为，“恶鬼包括了那些死时无子、或死于少年

时代，或者死时远离家乡而被遗忘，以及含恨的亡魂———他们没有祭品是因为他们死时依然

想报仇雪恨，它们包括被谋杀的人、自杀的人和不公正地被审判的人。”〔４０〕无子或死于少

年的亡魂会因为没有祭祀而愤怒，被谋杀之人则是因为愤怒而没有祭祀。许?光在云南考

察时发现，当地人认为，“死于非命或车祸的人，其灵魂将不会成为鬼。但是，如果死者的

灵魂不能安息，那么他也就成了鬼，就会兴风作浪”；〔４１〕“一些人得了好死，而另一些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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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好死。因而他们觉得死得冤枉，便一心一意报复。”〔４２〕郝瑞的研究也发现，当地人

相信，“那些死于溺水、自杀或其它暴力方式之人的亡灵，他们隐藏在死亡地点的附近，伺

机报复活着的人。”〔４３〕华琛等人通过对我国香港的调查指出，当地人认为一些人死后鬼魂

会有怨恨之气，是由于 “他们未享天年，故鬼魂永远不会安息，处理不当的话他们可能会

伤害在世的人。”〔４４〕虽然说法不完全一致，但以上研究大体认为，人们想象非正常死亡之

人会因为自己的死亡而心存怨恨，灵魂处于一种不安定状态，时刻尝试复仇。〔４５〕

三、古代中国的杀人、凶死与雪冤

　　尽管现代人将鬼魂观念与祖先崇拜斥责为迷信，但在传统中国，鬼魂意识与祖先意识深
深植根于民众的心灵之中，影响了中国人对生命与死亡的认识。只有理解了中国人家庭主义

的生命观，理解了民众对善终的追求，才能理解民众对凶死的厌恶和对杀人偿命的坚持。

　　在传统中国社会，所有人都努力追求善终，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达至善终。被他人杀
害而死被认为是非正常死亡，属于凶死的一种。与善终之人相比，凶死之人不能进入祖坟。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凶死者的鬼魂对子孙后代是不利的，不仅无法保佑，还会危及子孙及

他人。〔４６〕凶死之人只能成为孤魂野鬼，在阴间过着悲惨的生活。在中国人的鬼神想象中，

这些冤死之人会成为阴间里的不安定因素。如武雅士所言，“这些鬼饥饿而又无家可归，这

些不幸的存在中，弱一些的以庙外乞讨为生，强者则像土匪一样漫游村庄。”〔４７〕中国人向

来相信善有善报，在他们的预期中，一个好人应该平稳地度过一生，走进祖先的行列，享

受后代的祭祀。但意外被杀害却让他们不能得享天年，成为了阴间的孤魂野鬼，遭受着不

应得的煎熬。我们常说某人含冤而死，但含冤而死并非特指受到不公正的审判而死，也包

含了被人杀害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冤魂心存怨恨之气，他们在阴间难以安息，时

时寻求报复。霍存福指出：“人们不能容忍冤枉之事的存在，讲究不能 ‘枉死’。因为有枉

死，就有冤魂，就得申冤；有冤则有怨，就得发泄。而复仇是申冤、发泄怨气，从而也是

矫正枉死现象的常用手段。”〔４８〕蒋冬梅亦指出：“传统的 ‘杀人者死’观念着眼的是对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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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３０〕，许?光书，第１６９页。
［美］郝瑞：《当鬼成神》，载前引 〔４０〕，武雅士主编书，第１９７页。
［美］华琛、华若璧：《乡土香港》，张婉丽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５９页。
在人们的想象中，夭亡者、死亡的无子女者和凶死之人在死后的世界都是相当悲惨的，这些孤魂野鬼是阴间

的强盗和乞丐。四处流浪的野鬼会给人带来灾难：他们要么使在世的人身染疾病，使房屋失火坍塌，要么使

那些不愁温饱的灵魂不得安宁。对此，需要采取措施安抚这些亡灵。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就是要给这些无家

可归的野鬼进行献祭，防止这些鬼魂骚扰人间。许?光发现，在云南喜洲，人们在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要举

办６场全镇规模的公共祭祀，甚至要为这些孤魂野鬼举办曲会以取悦他们，让那些留在本镇的孤魂野鬼满意
地离开这里。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也要经常祭祀这些孤魂。在喜洲镇，人们通常会在新宅建成三年的时候

请和尚诵经烧纸，安抚那些四处游荡的野鬼，以保证宅子的安全 （参见前引 〔３０〕，许?光书，第３３页，第
１６４页）。武雅士的调研发现，在台北地区的农村，人们认为四处游荡的鬼是苛刻而危险的，必须要像对待警
察一样对待他们。当地人每天早晨与晚上都要烧三炷香，其中一炷是给游魂的，并且他们会拿出丰盛的食物

祭祀这些各地游荡的鬼。以上方法更多是用来安抚没有子女祭祀的亡灵，对于满怀怨恨的冤死亡灵，则需要

其他方法 （参见前引 〔４０〕，武雅士文，第１６９页）。
参见杨华、范芳旭：《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开放时代》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１１６页。
前引 〔４０〕，武雅士文，第１７４页。
前引 〔３８〕，霍存福书，第１０６页。



的安顿及正义的伸张。为死者着想，如果杀人者不死，死者就成了冤魂，在九泉之下不能

安身。”〔４９〕在凶死之人冤魂难安的死亡想象之下，任何人都难以容忍其家属遭受枉死。为

了让凶死之人的灵魂早日得到安息，让死者在地下瞑目，死者家属就有义务为死者申冤或者报

仇。而在民众看来，要让冤死之人瞑目，让黄泉之下的冤魂得以安息，就只有让施害者遭受同

样的下场。因为除去死刑，流放、杖刑等其他刑罚都是与被害人遭受的凶死不对等的，只有

让杀人者同样 “不得好死”，才能化解死者的怨恨之气，也才能体现基本的公正原则。传统

中国人以命抵命的死刑正义观正是与这种鬼魂冤抑想象有关，后者正是前者的文化动因。

　　宋代之后，受佛教的影响，“救生不救死”之说开始盛行。一些官员认为死者已死，不
应过多考虑死者的问题，而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给自己积攒阴德，因此便在司法

过程中背弃杀人偿命原则，强调 “救生不救死”。 “救生不救死”的观点遭到了众多批评，

批评的重点之一便是这一说法只考虑了活人的利益，而未考虑死者的冤屈。有关 “救生不

救死”，方大在 《平平言》中指出：“因奸致死人命必应拟抵，切不可听救生不救死之邪

说，致死者含冤地下。”〔５０〕清代理学名臣陈宏谋也提出：“不知杀人之人幸逃法网，则被杀

之人含冤地下。为生者计，独不为死者计乎？余谓此等事不但无阴德，且恐有冥谴。”〔５１〕

针对 “救生不救死”之说，乾隆皇帝指出：“内外间刑衙门办理刑名案件，往往惟事姑息。

一切情罪之应正法者，苟可巧为开脱。……该犯徒负一斩绞之名，转得偷生视息，以囹圄

为送老地。幸遇宽典，或且安然事外，坐使冤死者无偿命之期。……凡若此类，招册中不

可枚举，总以辗转回护，曲为之贷。殊不思人命关天，必期生死两无所憾，若徒为生者力

为保全，则死者不且重被冤抑乎？将谓生者之命可惜，则死者独非命乎？”〔５２〕嘉庆皇帝也

一再强调 “救生不救死”对死者的不公：“护庇凶犯，不顾死者含冤，妄谓积阴功，不知获

罪愈重矣”；〔５３〕“盖律法务在持平，生者固当加之矜恤，死者尤不可令其含冤。傥情真罪

当，必欲曲为宽宥。如世俗鄙论所云救生不救死之说，以为积阴功，试思死者冤痛莫伸，

损伤阴德”；〔５４〕“大清律例，皆我祖宗执中定宪。法守所昭，朕惟有谨率旧章，不敢稍参己

意。督抚等何得以窥测之私，于律外有所增减。夫世俗以有意从宽，故出人死罪为好善阴

功者，皆鄙陋不通之见，断不可以例爰书。若将本应抵偿之犯，概从宽纵，则死者宁不含

冤于地下耶。”〔５５〕

　　在以上材料中，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均对命案司法中 “救生不救死”的行为进行了斥

责，认为这些司法官员只见生者之可悯，却不见死者之可悲，忽略了冤死之人的鬼魂正在

等待报仇的问题。在古人看来，死刑不仅是要让死者家属的报应情感得到实现，更是为了

劝慰黄泉之下无辜枉死之人；为生者计，更要为死者计。以上材料在一定意义上也证明了，

基于鬼神观念而形成的为冤死之人雪冤以安慰亡灵的说法，并非只是一种民间想象，而是

当时的统治阶层与民众共享着这一鬼神观念。下文以清朝的李毓昌案和 《鹿州公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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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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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冬梅：《“杀人者死”的中国法律传统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１页。
（清）方大：《平平言》卷三，《牧民宝鉴》。

（清）陈宏谋：《各属办案条件檄》，《牧令书辑要》七 《刑名》上。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五百四十八。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一百五十。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八十三。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五十二。



的两则案例为例，说明在古代司法过程中人的冤魂所发挥的作用，从而进一步说明古人为

何坚持杀人者死。

　　李毓昌，山东即墨人，清嘉庆十三年进士。嘉庆十四年，江苏省山阳县发生水灾，李
毓昌被派去协助救灾。因李毓昌发现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谎报受灾人数、侵吞救灾款，王伸

汉便贿赂李毓昌的几位仆人，下毒杀害了李毓昌，并伪造了自杀现场。根据官方记载，在

李毓昌家属将其灵柩运回老家后，李毓昌的夫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其丈夫在棺材里

还活着。之后，发生了一件更为奇怪的事情。李毓昌的一个同学在李毓昌死亡数月后产生

了幻觉———在街上看到了李毓昌，李毓昌告知这位同学他实非自杀，而是被人毒害而死，现

已被封为栖霞城的城隍，正在赶去赴任。这之后，李毓昌的鬼魂似乎附在了这位同学身上，

他的同学开始胡言乱语，不久便死了。〔５６〕后来，李家人打开了李毓昌的灵柩，用银针探

视，发现李毓昌是中毒身亡而非自杀。于是，李毓昌的叔叔李泰清上京控诉，嘉庆皇帝在了

解相关情况后下旨严查此案，最终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被判处斩刑，王伸汉的大儿子被流放，

李毓昌的仆人被凌迟处死。细读这一案件，可以发现超自然因素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首先，李毓昌家属选择进京上访便与鬼魂附体一说有关。在李毓昌的夫人梦到李毓昌
没有死之后，李毓昌的灵魂向其同学讲述了自己的冤屈，进而鬼魂附身其上，导致其同学

死亡。在现代人看来，梦到死者复活与鬼魂附体之说都是无稽之谈，但在当时的人看来，

人死之后人的魂魄是不会消失的，而人一旦冤死，冤魂便会作祟。曾对该案进行了深入研

究的美国学者卫周安指出，对鬼神世界的忧虑是促使李泰清进京上访的重要原因。在李毓

昌的家属看来，如果不作公正审理，李的冤魂就会制造麻烦。〔５７〕李毓昌的家人确信，李毓

昌是被人毒害而死，李的鬼魂明显在催促其家人为其雪冤，并且已经发生了鬼魂祟人的事

件，这就必须要为李毓昌沉冤昭雪。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李泰清对其侄子的尸体进

行了尸检，并决定上京控诉。

　　其次，在案件的处理中，超自然因素与观念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当嘉庆皇帝详细
了解了案件情况以后，下旨说：“朕详加批阅，其中疑窦甚多，必有怨抑，亟须昭雪，以慰

孤魂。”〔５８〕可以发现，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嘉庆皇帝认为查清此案的目的之一是要

慰藉孤魂，让死者魂安地下。在案件查办的过程中，具体查办案件的司法官员也是相信鬼

魂附体这一事实的。从案件处理结果看，也可以发现超自然因素的作用。案件真相大白后，

多个参与案件之人被处死，并且嘉庆皇帝下旨：“俟案犯定拟后，将要犯二人解往山东，于

李毓昌坟前正法，以申公愤而慰忠魂。”〔５９〕嘉庆皇帝下令将最初泄密的仆人李祥送回山东，

在李毓昌墓前挖其心以祭奠李毓昌之孤魂。这再次证明了，作为刑罚的死刑，除震慑罪犯

之外，安慰亡灵也是其重要目的。

　　 《鹿州公案》中记载了下面两个案例。〔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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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上谕档 Ｂ，嘉庆１４／７／１０：１８５》，转引自 ［美］卫周安： 《清代中期法律文化中的政治和超自然现

象》，载高道蕴等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０７页。
同上文，第３９７页。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二百十一。

《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二百十五。

《鹿州公案》虽名为公案小说，实际上却是蓝鼎元于清朝雍正年间任广东普宁县知县与潮阳县知县期间所审

理的一些实案。关于第一个案例，参见 （清）蓝鼎元：《鹿州公案》，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７页以下。



　　海阳县县吏李振川途经普宁县时因怀疑其雇佣的轿夫邱阿双偷走了其四两银子，便对
邱阿双动了刑罚，没想到在受了刑罚之后，邱阿双第二天就死了。于是，李振川教唆另外

两名轿夫抵赖说邱阿双之死是云落关卡的管队蔡高所为，但普宁县知县蓝鼎元还是识破了

他们的谎言，三人很快承认了罪行。当案件转送到按察使之处时，按察使意图陷害蔡高，

便命令蓝鼎元重审此案。对于上级的指令，蓝鼎元指出： “振川身任县胥，岂不知杀人者

死？阿显并未刑鞫，亦皆甘罪如饴，此则鬼物凭之。人命关天，不偿不已，岂人所能强乎？

蔡高实系无辜，故令屈抵，不特抵者不愿，恐受抵者亦不愿也。”在蓝鼎元看来，杀人偿命

是天理，也没有人强迫李振川与阿显认罪；蔡高确实没有参与此案，如果让他抵命，不仅

蔡高不同意，连接受抵命的邱阿双也不会同意。之后，按察使亲自审讯了这几个人。在厅

堂上，受到怀疑的蔡高说：“我今日既死于夹，不敢代人偿命，使邱阿双含怨九泉也。”蔡

高认为，即便今天被夹刑夹死，也不承认自己打死了邱阿双，因为如果替其他人偿命，会

让邱阿双含冤九泉之下。在文本附言中，清代学者旷敏本评价说：“云落非刑，闻者发指，

若使抵偿不辜，千载有余恨矣！去官事小，枉杀非辜事大，如此乃可执法。”

　　从这一案件可以发现，在当时的人看来，杀人抵命的目的在于让死者不再含冤。而如
果不抵命，或者是让错误的人抵命，就无法发挥死刑的效果，还会如旷敏本所言，让屈死

之人千年之后也有余恨。在本案中，不论是审理这一案件的蓝鼎元，还是无辜被牵连的蔡

高以及案外人旷敏本，他们对杀人偿命的看法是相同的，即相信枉死之人会有灵魂，其灵

魂在等待着杀人凶手抵命。

　　在蓝鼎元任潮阳知县时，辖区内发生了一起宗族械斗，一名叫杨仙友的人在械斗中死
亡。〔６１〕因为参与械斗的人员众多，无法查明谁是凶手。于是，蓝鼎元将涉案人员召集起

来，对他们说：“杀人偿命，古今不易。汝等清夜自思，设汝被人杀死，而人不偿汝命，汝

为冤魂，能甘心乎？汝等所希冀徼幸，不肯招承者，以无人指质耳，我已牒城隍尊神，约

于令夜二更，提出杨仙友鬼魂，与汝质对。汝等虽有百喙，亦难以掩饰矣。”于是，蓝鼎元

在城隍庙里设公堂审案，命令敲钟击鼓、焚香祷告，营造出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接着，

蓝鼎元叫人假扮杨仙友的鬼魂上堂与凶手对质，在一番恐吓之后，江子千承认杨仙友为自

己所杀。最后，蓝鼎元指出，此案之所以能顺利破解，“妙在晦夕凄风，乃冤鬼出来之时，

城隍摄鬼，又是众人所信；许多排场森森凛凛，令人毛发悚竖，而神机妙用，全在举头一

观。盖罪人心虚，自然与众不同也。”在案件开审之前，蓝鼎元便向众人说明，杀人偿命是

古今不易的天理，如果杀人者不能偿命，冤死的鬼魂便不能安息，并提出要让杨仙友的鬼

魂与他们对质。而本案之所以能够顺利审理，也正是因为民众相信冤魂的存在，并害怕鬼

魂报复。〔６２〕

　　从以上个案可以发现，传统中国人以命抵命的死刑正义观与鬼魂冤抑想象密切相关。
在命案之中，如何安慰死者冤抑的灵魂是极为重要的考虑事项，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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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６０〕，蓝鼎元书，第４４页以下。
在古代断案文牍中，关于鬼魂冤抑与死刑关系的讨论非常多。如在 《明清法官断案实录》一书中，“按律绞

抵，庶慰幽魂”、“杀此妖孽，庶谢幽魂”、“恐塞长易结，而幽魂难消也”、“泉下之恨，或可少抒”、“改论

绞刑已从宽政，改戍于例未安，毋论胜九之目不瞑”、“谳者隧借此为凶人之出路，死者其瞑目乎”、“岂第死

者号冤地下，尚恐生者窃笑圜中”等说法，反复出现于案例之中。参见未了、文菡编著：《明清法官断案实

录》上，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社会共同体所共同承认。如杨庆所言，“如果说在宗教的信仰和实践方面，中国人之间存

在社会阶层上的差异，那么祖先崇拜及其相关的仪式完全超越了阶层限制”；“绝大多数的

中国人，甚至包括相当多的传统儒家学者相信祖先崇拜仪式中保留着超自然信仰的观念。”〔６３〕

而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可以发现司法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众共享着鬼神信仰这一套知

识体系，能够理解民众基于祖先崇拜的生命观及死刑观。如上文中嘉庆皇帝慰藉孤魂的诏

书、蓝鼎元关于冤魂索命的讨论，都证明鬼魂冤抑的说法是被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所共同

认可的。

四、现代中国人的生命观流变与多元死刑观

　　 （一）鬼魂冤抑与杀人偿命

　　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人基于家庭与祖先崇拜的生死观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
再接受善终与凶死的观念，但是，中国人的生死观并没有完全改变。在现代中国，善终、

凶死观念仍然留存在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农村地区民众的思想之中，影响着他们对杀人与

死刑的认知。〔６４〕

　　李桂英，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人，育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６５〕１９９８年，其丈夫
因邻里纠纷被同村村民杀害，最后五名凶手均潜逃。为替夫报仇，李桂英在 １７年间先后前
往新疆、云南、海南、山东、广西、北京等十余省市寻找杀人凶手。根据她提供的线索，

警方最终在２０１５年将五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对于为何要坚持 １７年寻找凶手，李桂英说：
“我小孩爸太亏了，我找到凶手他才能安息，要是找不到，我心里都不得安生”；“放不下几

个孩子，更放不下他们的爸，好好一个人没了，凶手也跑了，没人管，觉得孩子他爸爸

冤。”当最后一名嫌疑人落网后，李桂英感慨：“终于抓到了，１７年了，总算能对我死去的
丈夫有个交代了。”当五名凶手均落网后，李桂英梦见了丈夫齐元德。她说：“这是孩儿他

爹来要交代了”；“今天半夜，我又想起来，昨天心里猛一凉。齐阔军逮住了，终于逮住了，

五个凶手终于全部都归案。齐元德死的太亏，你在那边远远照顾这五个孩子，把你的孩子

养大，读大学毕业，老的我养活的身体也都很好，虽说你母亲去世了，但你母亲有病我就

驮着给她看。”

　　从以上访谈可以发现，李桂英是一个具有鬼神观念的农村妇女。虽然她的丈夫已经去
世，但她认为死去的丈夫在另一个世界仍旧关注着这个家庭，保佑着家里的孩子与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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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６１页。
赵秉志曾指出，在当代中国人看来，杀害自己亲属的罪犯如果得不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内心的正义情感便

无法得到满足，死者的灵魂无法安息，其也就因为没有尽到伦理义务而内心伤痛，甚至会产生复仇或者报复

司法不公的冲动 （参见赵秉志、王东阳： 《中国古代死刑观念论要》， 《南都学坛》２００８年第 １期，第 ９３
页）。孟涛也指出，虽然以命抵命以慰冤魂的说法被现代人嘲笑，并被认为是迷信，但这种观念支配着传统中

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民众的思想 （参见孟涛： 《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 《现代法学》

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８页）。
有关该案的具体信息，参见刘苗：《追凶寻遍十余省市，找到４杀夫凶手》，《华商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４日 Ａ３
版；周益帆： 《河南农妇为夫追凶 １７年嫌犯落网，感慨判决比找凶手还难》，ｈｔｔｐ：／／ｃｈｉｎａ．ｃｎｒ．ｃｎ／ｙａｏｗｅｎ／
２０１５１２０５／ｔ２０１５１２０５＿５２０６９５８２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２日访问；安钟汝： 《李桂英：我还是高兴不起来》，

《新京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５日 Ａ２２版。



同时，李桂英认为丈夫的死亡是非常冤屈的，只有找到杀人凶手才能给死去的丈夫一个交

代，让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安息。如不能让犯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她自己便寝食难安。

在此，正是中国人传统的鬼魂冤抑观念激励着李桂英在 １７年间不断寻找凶手。并且，李桂
英不仅要求将凶手绳之于法，还要求杀人者以命抵命。在之后的法院判决中，五人先后被

判刑，但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造成李桂英丈夫死亡的主凶齐金山在再审后被判

处死缓。对于这一结果，要求杀人偿命的李桂英并不认可。如果不从传统观念的角度来理

解李桂英的行为动机，便无法理解李桂英产生如此强烈的复仇情感的原因，或者就只能如

项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所说，认为 “李桂英的精神已经有点不正常”。

　　在广受关注的复旦大学投毒案中，同样可以发现鬼魂冤抑观念对被害人亲属的影响。〔６６〕

在审判过程中，黄洋的父亲不断强调：“我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事发至今，我没有找过复

旦大学，没有找过中山医院。为什么？冤有头债有主，我只要林森浩还我儿子一个公道！”

“不会谅解林森浩，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它会依照法律公正判决。但是万一有变动，我们

也会继续努力，为我儿子讨回一个公道。”在法庭一审宣判林森浩死刑后，黄洋的父母失声

痛哭。对于这一死刑判决，黄父说：“很欣慰，儿子可以瞑目了！”对于黄洋的死亡，黄母

说总是梦见儿子喊冤，“他总是喊一声妈，我一回身，儿子就不见了。有一次，儿子在梦中

跟我说，妈，我死得好冤！”

　　在二审判决后，黄洋的父亲接受了采访。他说，在临来上海之前，他们本打算去黄洋
的坟上看一下，但因黄洋的母亲过于悲伤而未成行。黄父进而告诉记者，黄洋的大姨等亲

人在判决的当天下午已经去给黄洋上坟了。虽然他们没有及时赶回去，但家里人已经替他

们做了。“虽然我们一直相信法律，但是没判之前，我们还是有点吃不准。现在判了，我们

回去要给黄洋上坟，让他知道。”在二审判决当天，黄洋亲属来到黄洋墓前，一边燃放鞭

炮，一边擦拭墓碑，并低声告诉黄洋：“黄幺儿，二审宣判了，还是维持的原判，你可以安

心了。希望你下辈子托生一个富裕的家庭，不要再受苦！”

　　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的结果出来以后，黄洋的父亲表示，他赞同最高人民法院依
法办事的结果，距离黄洋去世已经快三年了，现在终于还给孩子一个公道，并表示他们一

家人将到黄洋坟前告慰亡灵。

　　对于不了解中国人传统信仰体系与冤抑之说的人而言，黄洋亲属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
在未判决之前，黄洋的母亲便梦到儿子跟她喊冤。这种在现代人看来极为荒诞的说法，却

可能构成了黄洋父母为儿子讨回公道的动力之一。黄洋的父亲多次强调，要还给儿子一个

公道。在受害人家属看来，死刑并不仅仅是复仇，更是给不在场的儿子一个公道。黄父反

复提到的 “公道”便是我们常说的杀人偿命，如果杀人者不死，儿子在另外一个世界便无

法瞑目。在此案中，我们还看到黄洋的父亲不断提到上坟的问题。在二审判决之前，黄洋

的父亲说其本打算先去黄洋墓地看一下再去上海。在二审结果出来后，黄洋父母第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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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有关该案的具体信息，参见叶松丽等：《“复旦投毒案”二审今日开庭》，《新闻晨报》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８日 Ａ０１
版；陈静：《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北京晚报》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第１９版；陈静：《复旦投毒案林森浩一审
获死刑，黄洋父亲称很欣慰》，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ｆｚ／２０１４／０２－１８／５８５０５９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９日
访问；《“复旦投毒案”二审维持原判，亲属到墓前告慰黄洋》，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ｆｚ／２０１５／０１－０９／
６９５２８４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３月９日访问。



想到的就是去给黄洋上坟，要让其知道判决结果。在黄洋的父亲无法及时赶到的情况下，

其托付黄洋的大姨祭奠黄洋，告诉黄洋二审维持原判，让其安心。当死刑复核的结果出来

之后，黄洋的父亲再次提出要去儿子坟前告慰亡灵。在本案中，黄洋虽然已经去世，但他

一直没有离场，而是以冤魂的形式存在于这一案件中。黄洋托梦给他的母亲，让他的家属

替他报仇，并时刻关注着这一案件的审理进程，期盼着杀人者早日偿命。

　　前文指出，传统中国人以命抵命的死刑正义观与鬼魂冤抑想象有关，后者是前者的文
化动因。通过以上个案可以发现，传统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仍然部分地留存于现代社会，影

响着命案纠纷的解决。表１为笔者收集的部分杀人案件的新闻报道，从这些新闻标题便可发
现传统观念的强大影响力。杀人偿命以让死者瞑目的认知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社会，激励

着部分被害人亲属在命案中寻求以命抵命。

表１　部分杀人案件的新闻报道〔６７〕

新闻标题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

为让被害亲人安息，家属追凶十三载命案终告破 哈尔滨新闻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５

妈妈终于可以安息了 检察日报 ２０１２．５．１０

受害者家属：“女儿终于可以安息了” 信息日报 ２０１４．４．１６

周政大姐：母亲和弟弟这下可在九泉之下瞑目 四川新闻网 ２０１４．２．２３

四川刘汉等涉黑案庭审全记录：刘维称还死者安息 新浪网 ２０１４．５．２３

沉冤１８年终昭雪，呼格吉勒图安息 搜狐网 ２０１４．１２．１６

杀人凶手昨伏法，小艾钰安息吧 济南时报 ２０１５．１．１７

　　 （二）“救生不救死”与死刑和解

　　在认识到善终、凶死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留存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在目前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不再相信善终与凶死，鬼神观念的弱化也让很多人不再认为意外死亡会导致灵魂冤

抑。生命观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人的死刑观。

　　在传统中国，被害人亲属没有宽恕犯罪人的权利。“在中国人心目中，以金钱赔偿代替
刑罚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野蛮的、落后的。”〔６８〕按照儒家的说法，杀人者是被害人亲

属不可饶恕的仇人，接受仇人的钱财而放弃复仇无异于见利忘义，这不仅为道德所不耻，

且为法律所不容。〔６９〕而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大力推动下，死刑和解开始大量出现于

命案纠纷的解决之中。死刑和解政策在部分案件中得到推行这一事实表明，中国民众传统

·４７·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６７〕

〔６８〕
〔６９〕

有关表１新闻报道的具体信息，参见张大星： 《为让被害亲人安息，家属追凶十三载命案终告破》，ｈｔｔｐ：／／
ｈａｒｂｉｎ．ｄｂｗ．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０８／１２／２５／０５１６７３４０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日访问；肖凤珍等：《妈妈终于可以安息
了》，《检察日报》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０日第６版；陈尚平：《受害者家属：“女儿终于可以安息了”》，《信息日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６日第 ３版； 《周政大姐：母亲和弟弟这下可在九泉之下瞑目》，ｈｔｔｐ：／／ｓｃ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ｓｃ．ｏｒｇ／ｓｙｓ
ｔｅｍ／２０１４／０２／２３／０１３９１６６８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日访问；杨维汉等：《四川刘汉等涉黑案庭审全记录：刘维
称还死者安息》，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２０１４－０５－２３／１５４９３０２１２４９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 ３月 ４日访问；
《沉冤１８年终昭雪，呼格吉勒图安息》，ｈｔｔｐ：／／ｒｏｌｌ．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４１２１６／ｎ４０７００２７２２．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３月４日
访问；《杀人凶手昨伏法，小艾钰安息吧》，《济南时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７日第４版。
前引 〔４９〕，蒋冬梅书，第１０７页。
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９８页。



的抵命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广受关注的药家鑫案中，便可发现被害人家属的凶死观念

已逐渐淡化，死刑和解的尝试贯穿于案件始终。〔７０〕

　　按照当地风俗，凶死之人的遗体不能进村，更不能进祖坟。因此，被害人张妙的葬礼
仪式只能在村外举行，火化之后便埋在了河道边上的公坟里。对此，张妙的婆婆说：“死在

外面的人，又那么年轻，绝对不能进村子。”对于自己的女儿不能葬入夫家祖坟，张平选表

示能够理解：“别说是凶死，就是死在医院里，丧事也不能进村子办，只能在村头上。”在

张妙家属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 “被害人家属量刑意见书”中，被害人家属写道：

“我们被害人家属认为法律不应被药家鑫这样用心恶毒的人玩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方才

体现我国法律的威慑性和惩罚性，才能让我们被害人家属心里得到慰藉，才能使张妙的灵

魂得到安息。”〔７１〕由此可见，凶死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药家鑫案被害人家属的行

为选择。

　　然而，张妙家属的凶死观念是残缺不全的。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慰藉张妙冤魂的考量
并没有完全主导案件的发展，张平选更多是希望与对方达成和解。据张平选所言，案件发

生后，其便告知警方，要求联系药家鑫的父母，但警方反馈说药家父母不愿意见面。在接

受央视采访时，张平选再次提出：“我有三个孩子，你那边是独生子，养活孩子都不容易。”

可见张妙家属对药家鑫的家庭是具有同情心的，并非一定要以命抵命。当张平选再次通过

警方联系到药家鑫家属时，药家却拒绝沟通。之后张平选说，如果当时药家前来道歉，“肯

定有用，肯定行。他们要是一开始来给我道歉，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人总

有个见面之情。钱多钱少我不在乎，我只想着让我孙子以后有点保障。”

　　但是，在 《中国青年报》的采访中，药家鑫的父亲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药庆卫说，从

药家鑫投案后到一审以前，其一直希望与对方达成和解。最初，张妙家属要求药庆卫赔偿

１００万元人民币。在之后一审之前的调解中，药庆卫与张妙家属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安
排下进行了商谈，张妙的丈夫王辉基本上口头接受了 “赔偿 ３０万加一部车”的条件。但在
王辉与其代理人张显沟通之后，协议没有达成。在此之后，药庆卫多次联系法院要求与张

妙家属达成和解，但由于 “谁调解谁腐败”的舆论压力，法院没有继续进行调解。

　　虽然双方的表述不完全一致，但从现有的信息可获知，药家鑫案是一个存在死刑和解
可能的案件，张妙的家属并没有从始至终要求杀人偿命。在张平选看来，相比让死者的冤

魂得到安息，让自己的外孙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是更为重要的；只要药家鑫的亲属愿意提

供５０万元左右的赔偿，他便可以放弃杀人偿命的诉求。但在经过多次沟通之后，赔偿的诉
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张妙的家属认定药家鑫的父母不愿意赔偿，转而要求药家鑫以命抵命。

　　在李昌奎案中，〔７２〕被害人家属杀人偿命的主张也并非一以贯之地坚定。死者的哥哥王
家崇曾说：“当时，如果李家积极认错、赔偿我们的损失，我们还可能考虑原谅他。当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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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药家鑫案的具体信息，参见杨奇： 《药家鑫凶杀案：最后的儿子》， 《南方人物周刊》２０１１年第 ２７期，
第４８页以下；葛维樱：《药案三重境界：阶级、现实与情感》，《三联生活周刊》２０１１年第３７期，第５４页以
下；王梦婕：《药家鑫走后》，《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１年 ８月 ２７日第 ３版；孔璞： 《药家鑫父不解儿子为何杀
人》，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ｅｇａｌ／２０１１－０８／０５／ｃ＿１２１８１５６２３．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３月８日访问。
《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被害人家属量刑意见书》，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３ｅ９ｆ９２３４０１００ｑｔｑ４．ｈｔｍｌ？ｔｊ＝
１，２０１６年１月４日访问。
有关李昌奎案的具体信息，参见 《云南李昌奎案：死刑，死缓？》，《成都商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３日第６版。



出了三十多万的赔偿要求，但李家不拿钱，而一审法院判决的 ３万元民事赔偿，李家也没
付。”李家在赔偿问题上的表现彻底激怒了王家，导致王家坚决要求判处死刑。而被告一方

李昌奎的哥哥李昌贵说：“一审时，就有法官给我们做工作，希望我们能拿出二三十万来赔

偿王家，并给李昌奎判死缓，但我们因为拿不出钱，最终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李昌贵还

说，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王家死了两个人，他家就非得要死一个；如果因为他们家拿不出钱

赔偿王家，李昌奎就要死的话，他觉得太不公平了。

　　当大多数人在讨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死缓判决是否是错判时，却未注意到，
在一审中法官就已经在动员李昌奎家属积极赔偿，以求得死缓判决；也未注意到，王家之

所以上访要求死刑，并不是简单地追求杀人偿命，而是因为犯罪人及其家属既不赔钱也不

偿命。在本案中，如果李昌奎家属及时给付对方 ３０万元或接近这一数额的赔偿，李昌奎很
有可能在一审中就被判处死缓，也就不会出现二审改判的情况，更不会引发轰动效应。在

此，被害人家属能够接受杀人偿命的结果，也可以接受不偿命但赔钱的结果，却无法接受

既不赔钱也不偿命的处理结果。

　　相比传统中国的命案纠纷解决，以上两个涉及死刑和解的案件显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命案纠纷解决中死者的退场以及杀人偿命观念的松弛。在传统中国人看来，犯罪人

偿命是对凶死之人的补偿与慰藉，通过犯罪人抵命来让死者安息。在鬼魂冤抑观念的影响

下，很难想象被害人家属会放弃复仇。但是，当善终、凶死观念弱化或消失之后，纠纷解

决与死者本人的关联度开始降低，生者的利益开始受到重视。如张平选所言，“我只想着让

我孙子以后有点保障”。如果相信死后没有冤魂，理性计算便可以替代复仇，“救生不救死”

就成了一个现实而理性的选择。部分被害人家属，尤其是家庭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家属，就

有可能接受一种打折的正义，而物质补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复人的报复心理，恢复因杀

人不偿命而受挫的公正感。其二，杀人偿命作为一种基本准则，即便在死刑和解中也仍然

是支配性的公正标准。如徐昕所言，报应正义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贴近人性的要求

和生物本能，是人们最原始、最基本、最直觉和最具渗透力的正义反应，民众心目中朴素

的 “公平感”或 “正义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此。〔７３〕被害人的生命与犯罪人的生命

在价值上具有对等性，因此，杀人偿命具有明显的公正性。〔７４〕虽然失去了鬼神世界的支

持，杀人偿命却在死刑和解中仍然被视为纠纷解决的公正基准———被害人家属会在 “赔钱

不赔命”与 “赔命不赔钱”之间进行选择。在一些杀人案件中，如果犯罪人家属能够给出

有诚意的赔偿，被害人家属便可能选择不再要求偿命；但在不能或不愿给出相应赔偿的情

况下，被害人家属就会坚定地要求以命抵命。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死刑和解成为可能并不意味着所有不相信鬼魂冤抑的人都会接受
和解。有相当部分的被害人家属并不愿意进行死刑和解，杀人偿命仍然是目前多数中国民

众的选择。徐岱等人对两省１２１名刑庭法官的调研发现，在命案纠纷中，选择 “不接受犯

罪人经济赔偿，只要求从严判处死刑”或 “要求被告人承担根本无力支付的巨额赔偿，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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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５４页。
胡云腾便指出，死刑具有公正性是一个共识性认知，即使是在西方的死刑存废之争中，死刑的公正性也很少

受到死刑废止论者的诘难；在中国，杀人偿命历来被视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实际上是对死刑具有公正性的

认知；死刑具有公正性应该成为一种公论。参见前引 〔３〕，胡云腾书，第１８４页。



则要求从严判处死刑”的被害人家属的比例达到 ８０％以上，选择 “要求被告人承担有能力

支付的适当赔偿，否则要求从严判处死刑”的被害人家属仅占到 １１．８２％。〔７５〕也就是说，
虽然在部分杀人案件中，被害人家属生命观的变迁导致其抵命观念发生了松动，但多数被

害人家属仍然难以接受死刑和解，而希望以命抵命。

结　语

　　通过对中国人善终、凶死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传统上中国人对人的生命与死亡有着
一套与西方不同的解释，而中国人的死刑观念与其对生命的认知存在密切关联。在传统中

国，杀人偿命不仅表现为一种公平原则，还嵌入了中国人有关善终与凶死的意义世界。在

民众的思维里，杀人不仅是对被害人肉体生命的剥夺，更是对其善终的阻断；杀人者若不

偿命，被害人的冤魂在九泉之下便难以安息。而在民众生命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现代中国，

民众的死刑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鬼魂冤抑观念仍然在部分杀人案件中激励着被害

人亲属寻求以命抵命。另一方面，鬼魂冤抑观念的弱化让中国人的杀人偿命观念呈现出松

弛的迹象。一旦鬼魂冤抑观念弱化乃至消失，死刑的补偿性功能不再，杀人便不必然要用

命来抵偿。如果足够的赔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被害人家属的报复心理，被害人家属便

可能放弃偿命的要求。但是，鬼魂冤抑观念的弱化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完全放弃了杀人偿命

观念。在命案纠纷解决中，即便失去了鬼神世界的支持，由于杀人偿命原则所具有的明显

的公正性，杀人偿命仍然是多数被害人亲属的第一选择。即便是在死刑和解中，杀人偿命

仍然被作为命案纠纷解决的公正基准来看待。

　　在理解了中国民众死刑观念的形成机理后便可发现，我国现有的死刑研究多将中国民
众的死刑认知认定为落后文化的产物或非理性的产物这一判断，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事实

上，这些研究深受 “现代化范式”的宰制，这种宰制既表现为将死刑废除视为普世性命题，

而忽略了一国的刑罚制度与本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表现为在

“现代化范式”之 “传统—现代”的二元框架下，任意裁剪乃至扭曲中国的现实。在 “现代

化范式”的影响下，中国被描绘成一个重刑主义、无视民众生命的国家，而中国民众被描

绘成报复心理强烈、愚昧、不尊重他人生命的民族。〔７６〕部分死刑废止论者并没有认识到，

死刑废止论背后 “生命权神圣不可剥夺”的观念仅是一种来自西方的地方性知识，从而执

着于对中国民众进行 “国民性改造”，试图将这种具有浓厚基督教意味的生命观强加于中国

民众。事实上，即便善终、凶死观念完全消失，中国人也很难接受 “生命权神圣不可剥夺”

这一观念。引入、推广这种与中国文化存在极大差异的观念，将造成中国人价值体系的紊

乱与自我认同的丧失，进而可能让中国成为一个 “自我撕裂的国家”。〔７７〕

　　如邓正来所言，中国的法学研究应思考中国人的 “理想图景”，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无

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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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岱、刘银龙：《论被害方诉求与死刑的司法控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５０页。
参见前引 〔１４〕，尚海明文，第８７页。
参见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４４页以下。



出来。〔７８〕在死刑研究中，不仅要思考如何让中国的刑罚制度与世界接轨，更要思考如何让

刑罚制度体现中国人的正义观念，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在此，法律人应当秉持一种

“在地化”的视角，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新发现和理解死刑的中国要素，构建和塑造当代中国

社会有关死刑的法律与道德共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死刑政策的制定应当建立在对民意

的充分把握之上。立法、司法机关在死刑问题上应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努力提高国家法

律的内生性和法律有效回应社会的能力，积极回应民众的正义诉求，缓解司法场域中民众

与司法机关的紧张关系。在大多数民众仍认可杀人偿命观念的情况下，将死刑废除或命案

中死刑立即执行判决数量逐年减少作为死刑改革的目标，极有可能因悖离民众的价值认同

而导致法律与社会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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